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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方兴未艾的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在遗传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三个领域内进行。学者们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出自非洲说”、“融

合说”等观点与假说，有的学说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究其原因，除了相关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

只是在局部问题与材料上做分析和解释，尚无法得出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结论外，由于不同学科存在研

究对象、方法和思路的不同，学科间缺少了解、沟通与协作，出现一些学术语言和研究结论不被彼此理解

和接受的情况，存在一定的误解与无谓的争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借鉴、互动和成果的共享，进而妨碍了

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并达成学术共识。其实，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每个学科也有难

以克服的弱点，在解决人类起源与演化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包打天下，独享其成。

因而，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协作，

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研究问题、资源与成果并向着

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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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o signs of slowing down. It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from several fields, especially 
genetics, paleo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As a result, several hypothese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Multi-regional Evolution, Continuity with Hybridization, Out-of-Africa, 
Partial Replacement or Assimilation, etc. Some hypotheses are in fierce debate, describing 
totally different scenarios for modern human origins and dispersal. The main reason for such a 
development might be that such 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premature stage, like blind men feeling an 
elephant and drawing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body, no 
comprehensive and widely accepted ultimate result has been produced. We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r obstacles hindering current research, preventing researchers 
from reaching consensus, such a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 especially those three major disciplin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materials, evidence, methods and focus, each field has its unique strengths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by other fields and certain weakness that cannot be easily overcome by itself, and 
not a single discipline can work on its own to solve all problems, especially on key academic 
issue such as modern human origin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paleoanthropological fields and the burgeoning molecular biological fields, 
understanding each field’s speciality and demands, carrying out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research on human origins and 
evolu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aleo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Genetics; Human origin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1 引 言

在最近的 30 年中，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成为学界研究和媒体传播的热点，出现

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将古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裹挟了进去，其讨论

之热烈和受关注程度之高，可以说是继直立人和南方古猿被发现并将人类历史两次大幅度

前推之后掀起的人类起源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不同于之前的研究与讨论，在新的学术浪潮

中，研究工作不再局限于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样传统的领域，而是由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或

遗传学发端和引领；相关证据不再局限于人类化石和考古材料，DNA 成为论据的主角；

研究的视野不再囿于宏观的化石与文化遗存的形态特征，而是进入了微观的分子层面。由

于参与领域的增加和科技手段的进步，此一轮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不断取

得新的突破，但也因为不同学科间存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的不同，学科间缺少了解、

沟通与协作，出现一些学术语言和研究结论不被彼此理解和接受的情况，在一些问题上出

现误解与无谓的争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借鉴、互动和成果的共享，进而影响了在一些重

要问题上做整合研究并达成学术共识。因而，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

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沟通、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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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是

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更大突破的必要举措。

为此目的，2016 年 9 月 6-7 日间，作者和付巧妹研究员及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

学研究所的 Svante Pääbo 先生共同发起了一个以“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 - 遗传学、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为题的小型国际会议。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举办，来自国内外考古学、遗传学和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等不同领域的

50 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和交流。我在会上做了题为 “ 浅谈考古学、遗传学和古人类学交

叉整合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 ”（Call for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rchaeology, 
Paleoanthropology and Genetics）的主题发言，得到一些学者的反响。在吴新智院士的鼓励

下，我将报告整理成文，以与更多的同行交流和讨论。

2 目前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自 1987 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直接祖先都起源于非洲的“出自非洲

说”后
[1]
，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学术

界围绕此问题形成两大理论阵营，分别主张现代人类“非洲单一地区起源”和“多地区进

化”，发生着激烈的论辩，并各自寻找证据 , 推进研究，强化论述
[2-11]

。随着新材料的发

现和新研究成果的产生，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相关假说也得到发展或修正。

分子生物学在继续强化现代人从非洲起源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论述，通过高通量现生人群

的遗传变异分析，进一步推断早期现代人群走出非洲的时间和到达世界各地的节点，以及

现代人类各族群形成、融合的过程
[12-14]

，同时在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关系上获

得突破，提取到二者混血的 DNA 证据，并发现在现代人形成过程中曾有几个“遗传人种”

并存，逐渐从“完全替代论”向“部分替代伦”或“融合说”调整
[15-21]

；而人类化石的发

现也表明在晚更新世中晚期并存几个不同的“形态人种”，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存在

形态的混合与镶嵌
[22-25]

；考古学则发现所谓的“现代人行为”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区，

并非与化石证据和遗传证据相一致，于是研究视角从“行为现代性”转向“行为多样性”
[26]
。

在此背景下，中国地区的相关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理论认识得到深化。1998 年吴

新智基于对中国晚期智人颅骨和牙齿特征的观察 , 正式提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 , 
指出这个模式是“多地区进化说”在东亚的表现形式，该模式可能贯穿中国古人类的进化

历史
[27]
。最近从湖南道县福岩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遗址新发现的人类化石表明，早期

现代人于 10 多万年前即在中国南方出现，远早于“出自非洲说”限定的早期现代人移入

的时间窗口
[28,29]

；对一些古老型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现代人的形态特点在本土的早期智

人化石上有清晰的体现，本土连续演化、镶嵌进化的论述得到进一步强化
[30,32]

；遗传学研

究从 4 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化石上提取到线粒体 DNA 与核 DNA，发现该个体的基因

与现代东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很接近，并且已经与同期的旧大陆西部古人群产生了遗传分

异
[33]
；考古学研究则表明中国乃至东亚的石器文化及其反映的人群的生存方式一脉相承，

没有发生过中断或替代，“出自非洲说”所做出的该地区于距今 10-5 万年间发生过本土

人群大灭绝的假设可以被否定
[34-36]

。这些新的发现与成果，尤其是学科交叉研究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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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使该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脉络更加清晰起来，细节与过程正在被不断揭示与复

原出来。但不同观点的争论仍在继续，很多缺环仍未被填补，很多证据仍然存在着多解的

可能性，研究中的概念错误与前提误区仍然存在；参与其中的不同学科的从业人员在研究

思路、方法和成果表达方式诸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急需做

多学科的交叉和整合研究，也需要方法与理念的创新和理论阐释的突破。

3 主要学科在相关研究上的优劣势

有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扩散的研究主要在遗传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三个领域内

进行。由于研究对象、材料、方法和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各个学科有自己的特点，在人类

起源与演化研究上各有优势和强项，也各有劣质和短板。

3.1  古人类学

在此使用的古人类学概念，特指对古人类体质特点和生长发育的研究，即通过人类

化石的形态与结构特征研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也可称其为“化石人类学”。

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化石，因而其擅长点和薄弱点取决于人类化石的丰贫度和

所携带信息的完整性。人类化石保留着标本所代表的人体死亡时的某些体质特征，客观地

记录着该个体的死亡年龄、性别、身高、脑量、营养健康、生长发育、古病理等生理信息

（当然，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视化石的保存情况而定），对古人类个体及其所代表的群

体的演化阶段、演化地位和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不同地区人群的形态差异，古人类对环

境变化的生理适应与调整等，提供直接的不可替代的形态证据，并在古人类生存与分布的

时空信息，特定人群迁徙、扩散的路线，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等方面，提供重要的线索与

启示。这些材料、证据与信息，对于研究和重建人类演化的过程、趋势与格局，对于构建

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理论，不可或缺。

吴新智通过对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形态观测和与其他地区标本的比较研究，指

出东亚人类化石上存在系统性、连续性的演化特征和镶嵌进化的证据，包括颜面在水平方

向扁平 , 鼻梁矮 , 鼻腔与眼眶之间骨表面平或稍凹 , 眼眶近长方形 , 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 , 
与上颌体连接处位置较高 , 额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致水平的弧形 , 额骨正中

线上最突出处靠下 , 头骨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的后段 , 早期较强而中期较弱的正中矢状

脊 , 上门齿呈铲形等，并在少量化石上提取到可能是基因交流导致的西方古人类常有的性

状，进而提出东亚人类演化的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假说 [10, 27]
。近来在中国的一些古老型

人类牙齿上进一步提取到向现代人演化的性状
[30]
，给该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形态证据。在

更大的层面上，人类演化出直立行走能力的时间，直立人相对于之前的人类脑量明显增大，

尼安德特人独特的体质特征，现代人体质特点出现的时间和目标人群，尼人与早期现代人

基因交流的形态证据等，这些重要人类演化信息的提取和科学结论的建立，都依赖于对人

类化石形态和结构的观测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学界对人类化石趋之若鹜，每每有所

发现，都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常能成为 Nature、Science 封面文章的缘故。

但该领域有明显的薄弱环节。人类化石毕竟凤毛麟角，被发现者往往残破不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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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整的信息，存在着很多时空缺环，无法据此建立起早期人类演化的完整证据链；人

体都有个体特点和变异，化石标本也同样，其形态对一个时段或群体的代表性存在被质疑

的空间；对化石的形态和结构研究依赖两方面信息：测量性性状和非测量性性状，对后者

的观察分析难免受到研究者经验与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标本稀缺，

定量分析和重复验证能力相对较差；有些化石因发现的偶然性或非经专业工作者发掘出土，

年代和出土环境信息缺失，很难将其放到一个精确的年代框架中加以讨论；体质形态有些

可能受制于遗传变异，有些应该源于环境适应，目前的阶段还很难将人类体质演变的内因

外力区分出来，因而形态研究能够发现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现象却难以揭示其动因与机理。

因为化石本身的局限，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目前还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例如最初的直

立行走是源于何种动因，是在陆地上演化出来的行为方式还是在树栖阶段就已经发生 [37]
？

尼安德特人的内耳迷路是其独有的特征吗
[38]

？具有现代人形态特点的 Omo 头骨被从距今

10 万年提前到距今 20 万年
[39,40]

，可信度有多大？中国地区年代超过 100 万年的古人类头

骨只有蓝田公王岭出土的一具，它能代表该地区那样长时段内的古人类形态特点吗？

3.2  考古学
在考古学界，涉及人类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的领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该学科通

过古人类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研究早期人类的技术、行为和文化演变以及人类应对环境变

化的适应生存方式。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文化产品，包括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狩

猎、采集与消费后的动植物遗存，艺术作品，墓葬，建筑遗迹，用火遗存等。相对于人类

化石不易形成、保存和稀少，人类物质文化遗存要丰富得多，并在时空上有更好的连贯性；

由于文化遗存多成组出土于考古地层，往往具有更好的年代与埋藏学基础，有清楚的遗物、

遗迹间的共生关系或相关性。这些遗存是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被制造和遗留，因而反映着

人类的技术发展和智能演化过程及社会关系，以及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生存能力与方式；它

们的存在可以标记特定人群活动的时空范围、迁徙扩散的路线，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

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等，对特定技术的起源、传播及农业、文明、城市、国家等的起源都

会提供关键信息；对一个地区或时段而言，可以提供人群演化是否连续，是否发生过中断、

替代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就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提供着独特、不可或缺的视角

和佐证。例如，从石器技术而言，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旧大陆西部具有明确的不同，

在石器原料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区域文化传统的传

承等方面，从早到晚清楚地表现出一脉相承与连续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没有外来文化对本

土文化从根本上改造、替代的证据，也不存在 “ 出自非洲说 ” 倡导者所提出的 10-5 万年

前中国地区本土人类因末次冰期灭绝而形成的人类演化空白 [41]
。这样的证据和研究结论

为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学说提供了重要而关键的支持
[34-36]

。通过石器技术的比较研究和

断代分析，还在水洞沟遗址追踪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一支来自西北的古人群
[42-44]

，并得以知

晓东亚古人群拥有有别于西方古人群的一些适应生存方式
[35, 45]

。

文化遗存也有其软肋。人类行为受大脑的支配，受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制约，存

在着很多不可掌控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其文化产品必然存在着很大变异，很少受生物演化

自然规律的制约，规律性不强。由于这些特点，考古遗存对文化创造者的生物属性无法做



人  类  学  学  报‌• 136 • 36 卷

出直接、准确的反映，研究者的经验与主观因素会占有一定的成分，定量分析和重复验证

能力相对较差，也难以通过文化属性揭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动因与机制。

在现代人起源与扩散问题上，西方学者曾经致力于寻找和辨识早期现代人技术与行

为标识，并开出了包括石叶技术、精美的石器、磨制骨器、复合工具、装饰品、艺术品、

墓葬、猎获大型动物的能力、对石料的热处理、对居址的复杂利用方式等一串清单
[46-49]

。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很多所谓“现代人行为特征”其实早已被尼安德特人所拥有，例

如墓葬、艺术作品、精美的工具等
[50, 51]

，而在现代人出现的头 10 万多年间并没有找到与

之配套的上述文化产品，于是意识到人类的行为变化远大于体质形态与遗传变化，考古学

文化无法与人类的特定演化阶段或人群相对应，那些所谓的“现代人行为标志”出现在不

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中。于是，从考古方面论述现代人起源，尤其为“出自非洲

说”寻找或提供文化或行为证据的做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多数考古学家正背离“现

代人行为（Modern Human Behavior)”或“行为的现代性 (Behavioral Modernity)”，而开

始更多关注人类行为的多样性 (Behavioral Diversity）[26]
。

3.3  遗传学
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是现代人起源研究中异军突起的新秀，也是这一学术命题与相

关讨论的发起者。目前该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分析、破译：1）对现生人群

遗传信息的提取和比较分析，从不同地区人群遗传多样性的多寡和古老基因的孑遗情况回

溯、反推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过程和祖裔人群可能的生存地，并借助分子生物钟推算现代

人基因的起始点；2）在古人类化石上提取 DNA 并做测序分析，破译该个体及其所代表

群体的遗传密码，寻找与其他人群的遗传关系以及与我们现代人类的链接点。该学科立足

日新月异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信息科技，相较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具有更好的现代科学

基础，具有很强的大数据分析和重复检测能力，能从很小的骨骼碎片上提取 DNA，甚至

能从地层沉积物中提取人类或其他动物的 DNA。该领域强于微观分析，有能力揭示人类

演化的内在原因或机理，因为演化的根本原因是遗传变异或DNA复制错误，那些适应环境、

有利于生存的变异经过自然选择得以保留并在群体中扩散，带来种群的基因变化，并进而

发生相应的体质和行为变化 [52]
。

遗传学介入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为传统的基于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形态观察分析

的研究模式带来了冲击和活力，为一些重大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手段，对古人类

学得出的结论提供了一个补充、验证的机会。遗传学能做出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无法做到

的事情，例如从世界各地代表性人群的 DNA 信息中发现现代非洲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群具

有更大的遗传多样性，进而通过聚类分析和演化树形分析提出现代人类 “ 出自非洲说 ”[1]
；

从一小块指骨上的 DNA 中发现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人类群体 - 丹尼索瓦人（Denisowan）[17]
，

进一步表明人类演化的复杂性；提取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混血的遗传证据，证明现代人

的基因库中有尼安德特人的少量遗传贡献
[15]
。

但该领域也同样有短板。在古 DNA 提取与分析方面，目前只在有限的化石上提取到

DNA，除了少数特例，所提取到的 DNA 都在 10 万年以内，主要材料来自欧亚大陆，更

多地区的材料尚未被触及，尤其是未能获得非洲地区早期现代人的遗传基因，因而所获得

的结果与结论难免偏颇与局限。在通过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做溯源推导时，以前很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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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线粒体 DNA 信息在母系内追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更多的核 DNA 被分析和

关注，情况正在改变；现在生活在各地的人群或多或少经历了迁徙移动，其间不断混血，

这样的迁徙融合对现今基因变异与分布会造成无法辨识的影响，就如考古发掘中遇见“扰

乱层”一样，确凿的反推难以实现
[53]
；该领域所采用的某些假设前提有待验证或已被证

明不可靠，例如恒定的变异率或分子生物钟
[54]
，将遗传多样性大小等同于演化历史的长

短等；很多文章或书籍简单地将不确定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时间表述为十分确定的 20
万年前。还应该指出，通过现代人群的遗传变异对古代人群做溯源推导得出的只是有待验

证的推论，却常常被作为直接证据或既成事实加以表述甚至作为新研究的出发点；在支持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假说的古人类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学者间，存在循环论证、相互引述

支持而不是独立研究的倾向或成分。

4 学科交叉与整合研究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参与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和遗传学。

年代学、古环境学及科技考古的一些领域也参与其间，做着某种程度的贡献。就三个主要

学科而言，各有强项，也各有短板，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也无法包打天下。人类

起源与演化研究是这些学科的共业，彼此间必须交流与协作。

目前不同学科间交流是缺乏的，互动则流于形式和表面。一些古人类学家（包括考

古学家）对遗传学家通过现代人群的遗传变异推导远古人群的起源、演化的做法与结果存

在疑虑，但由于缺乏遗传学的专业知识，又很难对其方法与结果做有效的深度分析；他们

寄望于遗传学家答疑解惑，却发现一些遗传学家不屑于解释这些细节，而遗传学内质疑与

反对的声音又将研究者推到两个相互否定的极端，让人无所适从。一些遗传学家对体质人

类学与考古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以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与证据存在缺环和不确定性为由

质疑这两个学科的科学基础，对其研究结果不以为然，甚至将后者扣上“狭隘的民族主义”

的帽子而加以否定，有时又会从后者的材料、结果或不同意见中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强

化自己论述。当不同学科的研究结论发生矛盾时，一些学者往往固持己见，否定对方，而

很少检讨自己可能的问题并作交叉验证或相互协调。

其实，不同学科间彼此是有所需求的。古人类学与考古学企盼遗传学能在微观上、

分子层面上补强宏观证据的不足，能对体质演变和行为方式的诸多现象提供遗传机制的阐

释，并在下述具体问题上对遗传学有热切的需求与期盼：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的一些重大节

点或事件上，例如直立行走，毛发退化，脑量增大，语言产生，享用一些特定食物，适应

高寒环境等，哪些是遗传变异触发的，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人类一些体质特点演变，例如

大脚趾、大拇指变化，眉脊弱化，头骨壁变薄，下颌隆突，牙齿变小，大脑越来越复杂等，

基因突变起过怎样的作用？人类一些特定的生产与文化活动，诸如制作工具，追逐猎物，

艺术创作，生殖繁衍，暴力与互助，都受哪些基因控制？如何控制？在人类演化过程中，

如何分辨遗传变异的作用和环境的压力与改造？当然，还希望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确凿地

鉴定野生与驯化的植物、动物，有效鉴别不同的食性人群（例如狩猎 - 采集人群与农业社

群），有效区分不同生态环境下的人群（例如热带 - 亚热带丛林中的人群与草原地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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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有效分辨目前已高度融合的地球村人中不同族群的源头与融合的过程等。当然，

对中国的材料而言，从包括金牛山人、大荔人、马坝人、许家窑人等在内的早期智人化石

上提取 DNA，以便研究他们是否对现代人群有过基因贡献，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

瓦人是否有亲缘关系等疑难问题，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   
遗传学界也会从古人类学与考古学领域得到助益。前者对后者显而易见的需求是分

析材料，即做古 DNA 提取和测序的人类骨骼样本，而且样本所附着的地理、地层和年代

信息不可或缺。在提取用于分析测试的人骨样品时，最理想的状态是遗传分析者亲临发掘

现场，与考古从业者并肩工作，在防止样本被人为污染的同时，搞清人骨的地层和埋藏学

信息。当然，古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作用并非仅仅是为遗传学提供标本和相关信息，遗传学

从微观层面破译人类演化密码，其结论需要回到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宏观层面加以检验；遗

传学也需要从古人类学研究中获得学术问题和方向，针对特定的问题开展研究，并与古人

类学相关领域一道，从不同的侧面构筑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理论大厦。因而，搞清古人类学

的研究现状，知道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问题和需求，对遗传学研究十分重要。

5 未来方向建议

如何加强相关学科间的交流、协作，由表层的互动变为深度的整合研究？作者认为

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发展各自的学科，发挥各自的优势。学科都在发展完善之中，尤其现代精密仪器的

出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体质人类学会不断克服

化石材料的困难，在获得更多标本的同时会从已有的材料上提取更多的信息和精细数据，

利用断层 CT 技术将观测的对象从表面的形态延伸到内部的结构，强化量化分析，减少结

果的不确定性。考古学也在发展实验模拟、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同位素分析、材料

分析等分支领域，并致力于提取文化遗存精细的图像与观测数据，加强量化分析，减少

研究的主观成分。遗传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正在从对线粒体 DNA 信息的依赖转向核

DNA 和全基因研究，减少假设前提的不确定性和分析结果的片面性。对更多古人类 DNA
的提取和破译，将会对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带来更多重大的变革和突破。各自学科的发展

完善会为学科间的交流互动奠定更好的科学基础。

在三个主要学科间做紧密的交流、合作。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遗传学都以研究人

类起源与演化为方向与目标，这奠定了三个学科交叉与合作的坚实基础。既然相关学科彼

此需求，互有所长，就应该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加强交流、合作，致力于从其他学科汲

取信息与问题的营养，消除不信任与隔阂，消除学术语言的混乱，建立畅通的交流渠道和

共同的工作平台。本次“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遗传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

究”研讨会的召开，就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与更多相关学科横向协作、互动。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起源研究成为显学，越来越

多的学科领域在加入此方面的研究之中，学科的界限在不断打破。年代学、埋藏学、古环

境学、蛋白组学、骨组织学、食谱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领域都会对人类的演化与适应

生存研究提供独特而重要的信息，对三个主要学科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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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立项，做交叉与整合研究。最有效的交叉、合作是共同立项，在同一学术目标下

组成研究团队，对重大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从不同侧面做整合研究，并选取资源丰富、条件

成熟的某个遗址或区域做依托。这需要凝练科学问题与学术目标，建立由各领域精兵强将组

成的能有效合作的研究团队，确立合理的技术路线，制定可行的研究与管理计划。相信这样

的综合性项目会取得更大的创新突破，会产生重大学术成果，也会培养具有广博视野的跨学

科新型人才，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流、交叉与合作，反过来会促进各个学科的长足发展。

致谢：本文在写作中与吴新智院士、付巧妹研究员等做过讨论，作者感谢他们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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